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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化趨勢下，企業與個人的人文堅持  
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，不該是口自家的井      余秋雨 劉懿萱整理2005-03-03
世界如此大，文化的土地卻不大。余秋雨為此感到憂傷。走出學術的城堡，余秋雨再度滋潤台灣的文化魂魄，談的是「全球化趨勢下，企業與個人的人文堅持」。
今天的題目「全球化趨勢下，企業與個人的人文堅持」這是一個帶有某種傷感的題目，前些日子我剛來台灣時，我在《聯合報》上有一篇文章就談到了這種傷感，所謂人文堅持，堅持的是人文，這個問題其實難度很大。 

2004年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的題目是：「全球化趨勢下的文化權力與文化自由」，文化已經成為全球化趨勢下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，這裡面牽涉到人文的失落、文化的失落與文化的衝突，既失落又衝突，該怎麼辦？就成為世界各國學者們共同思考的問題。 

《山居筆記》裡的一篇文章「抱愧山西」，這是在講清代大概從康熙皇帝開始，由於他非常聰明的政策，使得山西省一幫商人曾經創造過驚人的財富。清代有很多的邊防軍，邊防軍的後勤補給由誰來解決？當時交通運輸都很不方便，國家沒有這麼大的力量，於是就提出一個政策，誰能解決西北邊境國防後勤補給問題，就給他運河上買賣鹽的權利，這個權利不斷擴張後，山西商人做起了橫跨萬里的買賣，邊防軍需要什麼？南方有，他們就買賣；南方需要貂皮，他們也從北方運輸。 

他們遇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，他們賺了那麼多錢，卻沒有文化資源、文人、思想家出來為這個富可敵國的財團提供有關經濟學的幫助，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生態、目標，及自己的人文價值，他們的最高理想還是土財主的理想，結果就產生了內在的矛盾，互相爭來爭去，裡面就開始垮了，再加上太平天國、辛亥革命，種種原因造成山西商人破落得非常淒慘。現在山西是中國最貧困的省分之一。 
文人到哪去了？ 

在這個現象上我看到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，中國文人到哪裡去了？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中國已經窮到這程度，但是你們視而不見，完全不予理會，你們完全瞧不起，興亡這個概念對中國文化好像無關了，這個時候中國文化已經走到了另一種失去活力、敏感度，失去支援人類活動資源的可能性。 

這個反面的例子可以說明，不論你有多大的財富、勢力，如果沒有足夠的人文資源，生存狀態將會產生嚴重的失衡，失衡造成衰落，衰落到破敗，破敗的結果比沒有發生過這種財富奇蹟的地方更為貧困。 

這點出了我今天要說的問題，就是如果沒有人文堅持，無論是個人或企業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、處於什麼狀態，最後都進入到文化意義上的「傷魂落魄」，魂和魄都沒有了。 

魂魄只能依存在文化上，這個問題發生在東方，特別是中國很嚴重。比較重要的原因是，譬如經濟大發展，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慢，台灣發展的時間更早，在這個情況下，認真地對比我去考察的地方，例如歐洲社會發展時，出現了一些人文準備，但是中國都不具備，這一點我們的企業家要非常明白。 

工業革命、文藝復興、啟蒙主義在中國都沒有發生，當發生這些過程時，一些人文大師走在時代前面，且整個社會都知道他們，例如米開朗基羅、達文西。啟蒙主義到後來的浪漫主義家伏爾泰曾說，他的任何一句話，好像幾乎巴黎的人都會知道，因為他們走在前面，而他們的思考已變成人民的思惟時，這一切財富才有出路，資本主義才能走向健全。 

那麼中國的問題則是，這一切都沒有發生。我們所說的人文，往往都是靠某種個人修養、教育背景、審美情趣來制約，這不能成為公民社會的普遍秩序。 

我們當然沒有必要回到貧困的時代，因為貧困會製造大量的邪惡，但是當富裕起來時，如果沒有足夠相應稱的東西做精神平衡時，事情就可能會比較麻煩。 

文化力度不足 

以上是第一個主題：沒有人文準備。
第二是到了近代，中國社會開始激烈富有之時，中國文化的力度卻已埋沒在塵土下太久了，中國文化有力度的時候是在漢、唐時期，到了宋代雖然使我們的思惟精緻化，但力度慢慢淡薄了。 

我曾經寫過我家鄉餘姚的幾位思想大師，從王陽明到黃宗羲，比較具有力度，不過最後還是於事無補，因為明代產生了一種流氓政治；清代又由於滿族與漢族間的族群分裂，產生了很多災難，導致中華文化的整體力度慢慢地走向黯淡。 

很多年前我講過一篇關於清朝的文章「一個王朝的背影」，這篇文章產生一個結果，有人說我是清宮電視劇的始作俑者，清宮電視劇寫得很好，但出現一個問題，就是大家突然感覺到中國文化確實走上宮廷權術之路，而宮廷權術的時代絕對不是文化昂揚的時代。在清代中國文化的力度已不夠，乾隆皇帝想彌補此缺憾，編了四庫全書，儘管非常宏大，但此總結性的東西不足以產生往前走、創新式的力度。中華文化走到清代、走到近代，已失去它的力度，這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現狀。 

第三是無數的政治運動、無數邪惡經歷，造成了中國大陸的文化方式悄悄地轉向整人文化、虛假文化，這我在《借我一生》裡也有談到。我曾寫過小人文化，講的都是古代歷史，還受到許多台灣讀者的迴響，原來台灣也有如此情況。 

可見整人文化與虛假文化在一定爭執氣候下，成為了一種文化主體，文化高貴的部分完全被吞噬了，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。 

破壞容易 建設難 

若用文化的語言來說，經濟建設往前發展，但文化的破壞機制力量大於建設機制。文化的建設成本很高，例如考察與中國文明同年齡的古文明，首先得冒生命危險到中東、北非、中亞、南亞，這成本很高的，對我來說，付出的最大成本就是我太太每天在家裡哭，擔心我的生死。 

但破壞文化卻輕而易舉，我個人體會很深，有時候和高希均教授、白先勇先生訴訴苦，隨便一個人造幾個謠言，就把你辛辛苦苦冒著生命危險的全部經歷抹煞了。當我風塵僕僕回到中國時，面對的不是鮮花歡迎、不是歌頌，而是幾個謠言，文化的破壞機制可說與建設機制不成比例，當破壞機制很強大時，建設就非常艱難。 

在兩千五百年之前，中國文明、希臘文明、印度文明同時成熟，當亞里斯多德、柏拉圖在希臘的愛琴海邊思考時，釋迦牟尼正在恆河邊思考；孔子也在黃河邊思考，時間是差不多的。人類為什麼兩千五百年前在精神思惟上同時成熟，這是個謎，現在世界各國的文明研究者把它稱為人類軸心時代，一切都是由此轉出來的。不過三個的重點各有不同；譬如希臘哲學家思考人和自然（天）的關係；印度哲學家思考人和神的關係；中國則著重人和人的關係。也不知道是誰如此分工？分得大致可以，多少年下來，西方的自然科學這麼發達，印度的神學也非常精采，中國的人際哲學關係以清宮電視劇來看，就能得到總結性的理解。清宮電視劇即使有翻譯，外國人大概也看不懂，太複雜了，一個眼神、一句話都有深刻涵義，這就是中國文化多年來思考積累的結果，積累到最後就像老年病一樣。 

所以整人文化在大陸這些年表現得特別明顯，文革其實就是整人文化。政治上非常地複雜，怎麼講也不明白，上層政治人物的路線鬥爭，坦白說和老百姓關係不大，突然有一天允許大家整人了，災難就這麼來了。 

總結以上所說的這三個原因，
第1， 我們缺少西方在經濟跨越與時代轉型時的精神文化準備，這個準備我們幾乎一個也沒做；
第二，中國文化到了清代與近代時，其實已經失去它的活力；
第三，整人文化與虛假文化大行其道，這些東西加在一起使我們新時代的經濟發展與企業活力造
成非常大的損害，正面的東西沒有積累，反面的破壞力卻非常強大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想要優秀、成功、傑出，等著吧！ 

我所謂的「憂傷」正在於此，因為它來得遙遠，且根深柢固，這一切都不是能靠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力量，就可以改變的。 

雖然有一點不合身分，但今天能見到這麼多優秀的企業家、社會人士，我們不斷要做呼籲：重新打理文化基座，才可能使我們的社會更有希望，否則失衡所造成的混亂將會層出不窮。 

文化，不該是口自家的井 

這裡有幾個問題要去思考：
第一個是經濟目的和文化目的之間的關係，我看到美國舉辦的經濟論壇報告集裡，談到經濟行為的文化目的，用最通俗的話來說，「賺錢到底是為了什麼？」經過他們的研判，賺錢所追求的也都是文化目的，只是你沒有感覺到。譬如賺錢首要是為了追求安全感，或者成功的榮譽感，或能滿足心中的慈善的欲望，而這一切全部都是文化概念。 

一個人要解決衣食問題其實非常容易，但為什麼還要付出這麼大努力從事經濟運作，背後的原因就屬於文化範疇、人文範疇，文化目的如果得以被擴大弘揚，那麼經濟、政治行為才能受到應有的制約。社會的和諧因文化而獲得，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。 

第二是吸取型文化抑或創造型文化，這一點主要是對企業家說的，企業家們在打理企業或發展企業時，也經常會打出文化的旗幟，這是我非常感佩的。擁有財富又擁抱文化夢想的企業家在這個體制下，建設了自己的文化庭院，這是很好的。問題是這種文化，往往是對外部已有文化簡單地吸取，或者是企業董事長興趣的擴大。這好像是我在家裡後院挖口文化之井，但是外面的水引不進來。 

一個大的企業並沒有在文化創造上做出獨特貢獻，企業對於文化從自我滿足型變成發散型，才是我期待的。我又想起歐洲的例子，義大利佛羅倫斯有個梅迪奇家族，文藝復興很難與這個貴族家族脫離關係，這個家族統治佛羅倫斯，具有巨大財富、極高的文化素養，再加上一定的權力，三位一體的組成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的文藝復興。 

一般佛羅倫斯的市民不可能一開始就佩服達文西、米開朗基羅，他們起初佩服的是城裡最有錢的家族，因為身家性命都和這個家族有關。他們看最崇拜的領主喜歡這兩位畫家，也跟著一起崇拜，基本上是這樣的。 

這給我們新的啟發，文藝復興不是來自哪個教皇的命令，也不是民眾的期待，而是幾個集團在文化品味上的良性競爭起了很大作用。 

以上談到第二點吸取型與創造型的文化，極希望以企業為主的集團、群落，與優秀文化人組合在一起，才能做得好。 

第三個是局部文化與國際文化的關係。當我們慢慢對文化意識覺醒，我們會遇到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能保存多少？我們會不會受到其他文明的衝擊？衝擊過程中，我們的文化能否堅持？被衝擊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？這是到處在討論的問題。 

我曾在電視節目裡說過，我非常喜歡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序言中所引用的一段話，它的意思是，本報告審視並否決了不同文化必然產生衝突、互相傷害的觀點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南非屠圖大主教的一句話，「我們為差異而歡欣」。只有文化多元，才能讓文化具有選擇的自由，而文化自由是人權極重要的項目。 

在長期威權下，往往因看到不一樣而惱火，我們應該為不一樣而感到高興，感到人類世界如此豐富多元，這才是二十一世紀應有的文化思惟，也是做為二十一世紀新新人類應有的文化素養。 

在茫茫世界中，我們的文化心態是重要的，總結以上三種關係，
第一，要經濟目的還是文化目的？可能裡面還牽涉到政治目的。
第二，我們需要的是吸取型文化還是開創型文化？目前還是需要些開創性文化，開創性文化並不是全新的，而是很多東西要建立起來，以中國大陸來說，有一些更傳統的東西，譬如佛教文化，如何和現代生活結合呢？可能現在就需要某種開創性的組合。即使是傳統的話題，也需要開創，就如台灣佛光山的佛教家，能以開創的方式將佛教文化承續下來。 

第三，面對局部文化和國際文化，需要建立良好的心態，讓別人的文化從容，自己的文化選擇也從容，如此一來才能出現多元、和諧、安定、大家都非常歡喜的文化天地，文化才不會在互傷、互害、互整當中奄奄一息。

（劉懿萱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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